
第１５卷第２期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Ｖｏｌ．１５Ｎｏ．２
２０１５年３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Ｍａｒ．２０１５

知识规划视野中的大学

李海龙

摘　要：知识拥有的价值决定了各界对其的态度，也成为影响大学变革的重要因素。知识规划主要源自于

人们的符号情结和系统的情结，并在大学中以学术探索和学科组织等形式展开。近代的科技革命造成了知识数

量上的增加，也使得学科分裂与知识价值观的分立，不同的主体都想掌握知识规划的权力。大学正是在不同主

体对规划权力的争夺中渐渐陷入了平庸，变得不再关注人性与理智。未来的大学应主动进行重新规划，恢复整

体的知识观，用知识重新追求自由与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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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的演变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历史过程，同时，知识又不断与高等教育发生着密切的联系，这种
错综的历史关系带来的是知识规划与高等教育之间的张力。高等教育代表着人类智识、社会等诸多活
动的高级阶段，也意味着高等教育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的特征让人们在追逐知识的同时又对其性质
和大学的价值不断产生着质疑，于是，“知识探索的目的何在？”、“大学存在的意义是什么？”、“高等
教育的真正朝向是什么？”在与知识的纠葛中，大学的性质也随之而发生变化。正如凡勃伦所说：“大
学从富有诗意的圣经对没有信仰的唯物主义的关注，发展到亵渎神圣的现世意义，最后转向实用教
育，这在文理学院的本科系部为学生做就业前的职业准备时，就会交织着这样的问题：‘个人的利益
是什么？……’”［１］（Ｐ１７）。由知识在大学中的分化、整合，再到大学中的教学和科研等学术活动，我们
很难说是大学改变了知识还是知识在不断改变着大学。随着不同类型的知识不断涌入，人非但没有感
受到快乐，反倒出现了自我认识的危机。当形而上学与传统宗教信仰在面对生物进化论与天体物理学
的挑战时，当高等教育由传统的 “自由七艺”的传授发展到现代多元巨型大学具备庞大学科体系并发
挥着多种职能的时候，知识探索的意义已经和人性危机一起陷入到迷茫之中。“如果大学不想沦为以
技术为主导的消费主义的追随者，使学生成为纯粹的知识消费者，或通过 ‘卓越’的技术权威话语把
自己定性为跨国的官僚化的公司，那么大学必须重新为自己定位。不过，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是，在
可供选择的前提下，后现代社会并没有什么新角色可以提供。”［２］（Ｐ７）历史中，大学曾以知识的名义为
自身形塑了卓越的性格，也曾被视为民族国家复兴的精神支柱，如今大学的纯学术光环却正被染上其
他的颜色。重新审视知识规划与大学的关系，也许会对我们的种种疑惑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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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知识规划的历史与变迁

知识规划是人们生产、选择、组织知识并确立传播方式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为知识赋予
不同的价值属性。知识规划既是科学行为，也是社会行为。在高等教育中，知识规划主要表现为确立
研究内容与目的，知识传授以及学科组织等方面。知识规划是社会中权力、利益和文化关系写照。由
于人人都希望得到与知识有关的利益，需要凭借知识为人赋予种种合法身份，所以各方都对知识规划
的权力窥伺已久。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知识规划是社会意识形态的反映，规划权力所决定的不仅是生
产什么样的知识，而且决定了这些知识以什么样的形态出现在人们面前，知识在社会中的价值究竟有
多大，何种知识有利于权力和利益的再生产。知识规划权力又决定了知识观念流变的叙事方式。“这
些叙事一方面可以规定能力标准———这是叙事被讲述时所处的那个社会的标准，另一方面可以用这些
标准来评价社会实现或可能实现的性能。”［３］（Ｐ７７）实际上，从另一个角度看，知识是人性的表现方式，
也是构成交流的媒介。
人们对知识规划的动机主要来自于两种情结：一种是符号情结，符号是人主要的认知方式，是用

于沟通的工具。卡西尔说：“人不再生活在一个单纯的物理宇宙之中，而是生活在一个符号宇宙之中。
语言、神话、艺术和宗教则是这个符号宇宙的各部分，它们是织成符号之网的不同丝线，是人类经验
的交织之网。”［４］（Ｐ３５）知识通过符号化的处理后可以形成认知经验。第二种情结来自于人类进化时追逐
系统的倾向。人们倾向对事物的分类、综合来理解自然万物，这当中就有构成语言和经验，建立组织
与发展序列的系统化过程。故而，人们对知识规划也是一个智能进化，增进理解与交流的阶段，系统
的经验知识是展开认知的先验条件。经规划的系统知识又形成人类社会符号网络，交流才能实现。
规划决定了知识的性质和权力价值。知识传承往往是伴随规划语境而确立的，所以，对知识的探

究就变成了生产、排定序列并赋予其价值的过程，“教育的目的不只是传授有关价值的知识，而且还
要致力于价值本身，将理想内化为行为、感情和思想与从知识层面掌握理想同样重要。”［５］（Ｐ５６）由此，
人们对知识所附带的价值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而且希望通过知识搭建通往权力的阶梯。知识规划可
以渗透价值诉求和意识形态，这一点在大学发展的历史中早有先例。即使是最为抽象的知识，通过规
划行为也可以表现其社会价值，并且在大学中得以用教育的方式为自身实现合法性的延续，正如在大
学出现的早期，决定何种知识可以用来教授和研究就是一种规划行为，并不是所有知识都在大学中有
相同的地位。“亚里士多德、托勒密和盖伦的著作主导着中世纪大学，因为这些著作 （先从希腊语被
译成阿拉伯语，后来又从阿拉伯语被译成拉丁语）构成了中世纪课程的基础。它们规定了学科的性质
和分类以及研究课程。”［６］（Ｐ３４）知识规划所切割的序列对应着社会中的层级差异，以褒扬贬抑的情感确
定了不同知识的叙事话语。知识规划是不同权力与价值观博弈的表现。
从知识规划的过程来看，实际上又有主体对知识性质的筛选、分离和重新构建。知识的性质取决

于规划主体的身份、地位、价值观等因素，主体利用知识影响着外界。正如福柯所说的：“主体位处
最佳的感觉距离上。这个距离的边缘限界着适当的信息种子；主体利用工具性的中介，这些中介可以
改变信息的范围，改变主体对间接或直接的感知层次的位置，保证它从表面层次向深度层次的过渡，
使主体在肉体内部的空间中循环流动———从明显的病症到器官，从器官到组织，最后，从组织到细
胞。”［７］（Ｐ５６）一旦知识规划变成了话语的分配，知识的流动就演变成一种话语序列和思维逻辑的建构过
程，但任何规划主体不希望其他外部势力的介入来染指这个过程。所以，更进一步说，对主体地位的
争夺与博弈往往比知识规划的频率更多，也决定了整个社会的权力序列和利益分配法则。原本不涉及
任何私利的知识活动实际上显得已经有些庸俗。正如沃勒斯坦所嘲讽的：“我们发现自己正置身于相
互谩骂的冲突中，在为控制资源和知识机构进行着不断的斗争。”［８］（Ｐ３）在现实中，规划行为决定着每
个人的知识情感，人容易在知识思维方式相似的群体中获得认同，社会成员的行动也更容易在一个稳
定的知识序列中凝聚力量。在大学中，系统的知识反映着学者们相似的群体意识，真理成为大学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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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的源头并一直被努力维护。最初大学主导的知识规划保持了对人性的尊重，“教育的目的之一是
发掘出我们人性的共同点，这些共同点在任何时代和地方都是一致的。因此，教育一个人在特定的时
期和地方生活，或调整他们适应特定环境的观念，是有悖于真正的教育理念的。”［９］（Ｐ３９）高等教育总是
利用知识不断发现、启迪和传播人性的价值。知识规划为大学塑造了人性灵魂，使大学成为社会中的
精神权威。
历史中，知识规划主要在中世纪大学建立前后兴起，早期知识探索以追求理性价值和人文关怀并

重。学者行会将知识规划变成了一种标准化的行为，不论是研究还是教学，经过分类、整理和规划后
的知识使先哲的知识气质在大学中得到了复苏，“在学术上，除了透过其教义的建立和维护，学校教
义的充实和发展，调和了古希腊和古罗马在文化上的优点之外，还能在文化上启迪人类的心灵，广纳
东西文化的精髓，丰富了学术探索的领域，也鼓舞了开放容忍的态度和理性探究的研究精神，这更是
后来大学建立的基本立场。”［１０］（Ｐ６７－Ｐ６８）在中世纪，知识规划的合法性主要来自于社会需求。古罗马法
的复兴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博洛尼亚大学的诞生，神学知识在修道院的归集则为巴黎大学的出现积累
了资源。早期知识规划确立了一个智识生活的体系，并以制度的形式确立了大学的形象。“中世纪大
学赋予了从古代继承下来的知识等级观念以制度形式。”［１１］（Ｐ３３７）然而，知识规划的目的却并非一以贯之
的流传下来，其中有出于认识论的角度来规定知识探索目标的，也有从经济论、政治论的角度来理解
知识的作用。由于要面对外界的这些不同知识观，防止规划的权力被僭越。学者们的规划行为逐渐演
变成社会仪式，以学位、学衔、教授席位等仪式彰显了大学的神圣，并同外界划分出属于大学的领
地。“来自学校共同体的神学观念在宗教改革时期对宗教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直接影响了欧洲
的政治、罗马天主教和新教的分裂和这种分裂所造成的痛苦的冲突。”［１２］（Ｐ１３２）大学也利用知识规划向外
部社会争取了种种特权。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可避免的是，知识从被选择、分类的那一刻起实际上走向了裂变的格

局。其原因在于知识本身的开放性与规划权力的唯一性产生了矛盾。随着历史的演变，当知识走出大
学的围墙，同社会的权力、利益与意识形态、价值观相接触时，就引发了种种纷争。规划不仅是一个
分配合法性的过程，也是一个剥夺他者利益的过程。“话语权形成不是一个正在发展着的总体性，这
种总体性具有自身的活力或者自己特殊的惰性，并把它不再说的，尚未说的，或者此刻同它唱反调的
东西随身带进未表达出的话语中。它不是一个丰满的和难得的胚体，它是对空白、空缺、欠缺、局限
和分割的分配。”［７］（Ｐ１３２）从另一个意义上说，再严谨的知识规划都不可能将自己的权威大厦修建的滴水
不漏，随着历史变迁，知识总会因人们新发现和新探索的冲击下失去光芒，创造———否定———再创造
的生产逻辑更是不断循环。对大学来说，知识的重新规划带来的是心灵权威的瓦解。到了中世纪中后
期，伴随着经典力学、日心说和二元论思维的出现，传统的以宗教、神性为权威的真理体系已经被撼
动了。传统中确定的，不同学科原本唯一的知识话语逐渐被证伪。随着自由七艺在大学课程中被自然
科学的崛起而肢解，人文气质在大学中的位置不断被消解。最初由上帝神性所主宰的知识逻辑被进化
论和精密的计算数学所打破，传统的知识价值观与权威格局已经被颠覆。随着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在
“两种文化”态度上的分途，此时的知识规划实际上已经变成了 “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知
识的归学科”。早期知识规划中的人性基因伴随着知识主体的多元化分离了。
到了近代工业社会，专业化的知识分类和学科建制在大学中风起云涌。如果说最初的学者凭借求

知欲望汇集而成的行会可以最终演变成大学的话，到了１７～１８世纪，学者们则随着分裂的知识被纳
入到学科中。近代大学只好 “主要通过在哲学系内设立一系列的专业 （我们现在称之为学科），大学
体制才得以维持。”［８］（Ｐ９）学科的出现是大学自我调适知识规划的方式重新适应社会要求的体现，知识
生产由最初的师徒传承向标准化、职业化与实用化进行过渡。大学也不单单是知识的象牙塔，而是变
成了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种角色的竞技场。由于政治权力占据着至上的合法地位，其对知识生产的
介入的频繁程度甚至超过了当初的宗教。当民族国家逐渐向威权国家转变后，原有的政治宗教二元结
构的失衡使得政府成为了控制大学的寡头。“在高等教育领域，非理性的政治统治着专业人员和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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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人员和环境又左右着各机构间的关系。”［１３］（Ｐ５１）实际上，当知识规划被纳入到国家的生态体系中
时，已经有不少学者将规划权力转让与统治者实现了利益的通约，国家则利用知识使权力的运作更有
效率。在工业时代到来之后，大学为了迎合社会的功利性需求，高等教育从 “高深”学问开始走向世
俗，学术逻辑开始被植入商品经济的思维，精确的量化运算取代了传统的哲学思辨。知识在这种规划
中变得日益庸俗，知识规划的路径不再开放，更为专业的学科知识是为了职业化工作的需要。传统知
识的开放逐渐走向了专业分工的闭塞，“如我们今天所知，历史和社会科学在很大程度上是１９世纪思
想的一个产物。可以肯定，编年史学有一个很长的传统，在那时之间，社会科学也有很多原型实践
者，常常都是罩在哲学的条目之下。然而，法国大革命给世界系统以制度上的撞击，导致了整个系列
的文化转型。其中一个产物就是社会科学作为一种专业化的活动出现了。”［１４］（Ｐ１１０）在专业化学科的催生
下，大学渐渐向工具理性和功利主义的知识观靠近。总之，从１９世纪起，知识规划变成了国家、社
会与学术的共谋行为，并为制造利益与维持稳定而生产知识。知识规划中的大学被赋予了知识生产之
外的众多职能，却解构了对于人性的引领作用。

二、知识的规划与大学的危机

知识规划是一种有意识的行为。随着知识生产速度的加快，新知识的种类与形式不断冲击着人们
的感官。人需要凭借知识规划重新处理知识与高等教育间的关系。在现实中，知识规划是一个充满着
争议的问题。这种争议表现在不论规划与否，都会对大学产生不可逆的影响。如果进行规划，势必会
引来对知识话语权的争夺，对高等教育本身的资源内耗极大。反之，知识系统内又会产生混乱，知识
与高等教育又无法实现对接。但在现实中，知识却以几何级数般的速度进行着增殖。大学功能的合法
性在新知识的侵袭中面临着流逝的危险，“在神权崩溃之前，所有知识统归于上帝，分裂的力量小于
统整的力量，因而知识得以圆融，大学得以包罗万象。然而在国家导向下，大学知识体系 ‘包罗万
象’的合法性必须得到重新证成。”［１５］（Ｐ１１）从原因上看，工业时代中原有的知识系统在强大的外界力量
的胁迫下不得不努力迎合。新的 “规划”解构了大学的知识体系，威权国家迫使大学为知识确立了政
治的标准。“天主教对哥白尼学术的禁锢，苏联对摩尔根遗传理论的拒斥以及臭名昭著的 ‘李森科事
件’，我国 ‘文革’期间对爱因斯坦相对论持续１０年的批判，都为某种不公允的 ‘划界标准’付出了
血的代价。”［１６］（Ｐ１）大学的整体性被分化的学科和专业取代，并扭曲了大学的知识生产方式。知识规划
变成了学科分裂的等量替换并改变着大学的生态结构，大学在这种规划的 “无形之手”中被重新洗
牌。知识分裂所瓦解的不光是真理价值，更解构了大学的精神权威。１９世纪，社会科学虽然从人文
与自然科学中分化出来，但其摇摆不定的立场使得其对于大学理念的贡献力度遭到质疑，“众多人文
和社会学科的学习正日益变得支离破碎，失去了往日的中心地位；教学及学术研究中热衷于盲目推崇
那些鼓吹竞争性———并且那些鼓吹通常以强势的意识形态影响强加于人们的意识之中———的特殊主
义，而放弃了公正的普遍主义的制高阵地。”［１７］（Ｐ２３）在学科弥散的环境中，大学内外无法形成统一的话
语渠道，学科之间为证明谁是 “最科学”的而相互争斗，大学内以学科为单位的组织山峰林立，学科
间貌合神离，大学更像是学科的集合体。学科按照对物质生活的贡献力被划为三六九等，而等级的划
分准则是谁更能吸引更多的经济财富和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
分化的学科越来越偏离知识的本质，带来的是对知识理性的价值分裂。“由于社会中权威性价值

体系的缺失，价值无涉 （Ｖａｌｕｅ－ｆｒｅｅ）就被认为是学术的主要原则，这一原则是模仿所谓的 ‘硬’科
学的中立话语。结果是，社会科学不再是十分 ‘社会的’，人文学科也不再是 ‘人道的’。”［１８］（Ｐ６７）政治
—经济—行政的新规训取代了知识—教育的逻辑在大学中成为新的供奉对象，课堂纪律、研究禁忌、
出版规则都难以由学者自身掌控。大学不再是单纯生产知识的组织，而成了提供规训的场所。“政治
上正确”和 “经济获利”的目的超越了从知识到真理的研究信念。正如阿罗诺维兹所说：“已经假定
大学的核心任务是生产有用的知识，这里的 ‘有用’指的是可以对经济和社会的 ‘发展’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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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地给予科学和技术学科以凌驾于旧的传统学术之上的特权。”［１９］（Ｐ３０）企业型大学作为典范
在现代社会中被推广，纳税人希望大学消耗的资源更少，提供实现欲望的机会更多。
由于人们对知识分裂有持续兴趣，造成的后果是传统的人性观在 “大写”的应用学科面前显得不

合时宜，基础科学的研究和学习在市场规则的压迫下不断向实用、实证的目的屈服。当然，不论目的
是什么，学者们对于学科的偏爱本无可厚非，但研究者都不自觉地将这种偏好带入了高等教育，在研
究与教学中给学生造成了割裂整体的思维，并伴随着他们步入社会。凡勃伦批评道：“这样的结果一
点儿也不会令人惊奇，因为限定的学科范围一开始就将学生的 ‘注意力’垄断了，并不是根据学生资
质的不同提供分门别类的教育；这就像正常发生的，尤其像在所言及的学校或系部的完全浸透了商业
精神的大学竞争。”［１］（Ｐ１２０）商业气息在课堂弥漫，选修制徘徊在僵化和随意之间，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
么现在的大学毕业生除了对本专业知识有所了解外，对专业外的知识一无所知的现状了。“教育的需
要、本科生的需要和教师专业技能之间的矛盾模糊了我们的视线。课程应该满足学生的需要，教师的
偏好还是社会对教育的要求？学生应该成为教师心目中的好学生，还是学生通过教育为社会谋福利？
大学应该服务于学生、教师还是社会利益？当教师和学生被赋予选择自由的时候，我们的研究型大学
并没有想清楚这些问题。”［２０］（Ｐ３６）

知识规划引发的是大学职能的扭曲。由于大学与政府在规划意图上的差异，导致了两者对知识规
划的态度上的不同。由于自身力量的单薄，大学只能在冲击中步步退让，大学要尽可能容纳所有知
识，另一面却只能为功利的知识观让出更多的通道，由此所导致的结果是：“一方面，大学的课程数
目在不断增长；但另一方面，学生真正学到的知识却并未显著增加。”［２１］（Ｐ２３）当知识探索不再从 “闲逸
的好奇”为起点，而是被管理意志驱使，大学知识在系统的切割中就被划分出高低贵贱，而且知识等
级的血统论色彩被不断强化。经典的人文学科无人问津，用于知识消费的课程则大行其道。“如今的
结果是，学生行为的消费倾向被不断强化。……然而消费行为的两个缺点已经显著无遗：提高学生录
取率的专业指导，以及争取更好奖学金的交易谈判，压倒性地偏向于更富有的家庭，而那些显然是家
境不好的学生们更迫切需要的。高校越来越将学生们视为客户，而不是这项事业的参与者，或是茫茫
学海上的同行人；而相应的，学生也日益将学院教育视为一种可购买的商品。”［２２］（Ｐ１９－Ｐ２０）知识与高等
教育的旨趣逐渐向深渊滑落。
现代社会知识爆炸已经让传统的规划没有了用武之地，外部社会与大学在密集的知识冲击下难以

相互信任。人在海量的知识面前，传统知识观早已发生离散，而知识分化与分裂的速度超越了学科分
类的作用之后，实用的技术知识显然更受社会的欢迎，知识不再为启迪人性有用，而因功利性变得实
用。高等教育在技术知识与职业培训的冲击下产生了种种紧张关系。“……把知识视为 ‘其本身目的’
的通识教育与更加实用主义的高等教育之间的紧张关系是１９世纪论战的核心所在。这种紧张关系今
天仍然存在，但在这种紧张关系之外又出现了另外两对紧张关系。第一对紧张关系存在于理论与实践
之间。……第二对紧张关系出现的时间还要晚些。它肇始于工业界要求其雇佣的毕业生必须拥有与职
业相关的技能，这与主干课程之间形成了张力。”［２３］（Ｐ２０２）既有的课程空间实际上在被规划后的、分裂的
学科体系中被压缩的十分有限。在商业社会中知识被替代的频率超过了被理解的速度。在新的规划体
系中，传统的高深知识被作为商品符号，降低理解难度的同时也降低了知识的格调。“从１７世纪起，
整个符号领域分布在确实性与或然性之间；这就是说，不再有不被认识的符号，不再有沉默的标记。
这不是因为人们拥有了一切可能的符号，而是因为，只有当两个早已被认识的因素之间的替换关系的
可能性被人所知时，符号才能存在。”［２４］（Ｐ７９）人看似在符号中理解了更多的知识，而实际上却再难以理
解人性。
由于知识规划中要求自立门户的学科语境甚嚣尘上，导致知识规划中的原本有序的分类变成了无

序的分裂。复数的学科变成了学科集合的复数。在大学中，知识规划改变了人的心灵归属感，分裂的
学科塑造了分裂的价值观。正如克拉克所说的：“一个学科的统一性不仅在知识意义上，而且在机构
的可信性和地位方面具有重大意义。但也许正因为如此，物理学家才主张他们的 ‘唯一’观，以及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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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压倒一切的 ‘家族情感’和他们所共享的知识风格与兴趣共鸣，而不管各专家间很少来往的事
实，也不管学者社团在知识发展过程中，正在变得越来越分裂。”［１３］（Ｐ１９１）以学科为单位的学术组织、期
刊和会议实际上拉大了知识之间的距离，更割裂了知识的系统性特征。不同学科门类矛盾对项目资助
的争夺而愈演愈烈，传统而整体的知识世界被打破为多个分化的学科世界。“就 ‘门类化’而言，其
目的是消极的，它妨碍了对问题的整体分析以及对历史世界的辩证分析。按照这种方法，人们更加难
以观察和维持世界秩序的潜在结构，因而也更加难以组织和改变它们。”［１４］（Ｐ２２７）这样一来，高等教育的
认识论基础随着学科的分裂而不断消散。
总之，知识规划解构了传统高等教育演变的合法性，在新的合法性未曾建立时，高等教育既有规

律就会同新进入的价值观发生冲突。启蒙运动后人的放纵从而发生了知识规划的变异，个体对知识的
控制力和占有欲取代了求知欲。大学知识上的整体性在一次又一次的科技与工业革命中被瓦解，大学
在努力保存自己的时候不得不出让规划权力，以此为筹码换取外部信任。“高等教育理念的哲学基础
与社会学基础都遭到了削弱。哲学方面，我们不能为知识探索提供任何绝对的认识论支持；在社会学
方面，高等教育及其多种思想对于现代国家中占据一个独立地位已经信心尽失。”［２３］（Ｐ１４２）现代社会中的
知识规划已经沦落为为不断出现的知识颁布 “流进大学准入证”的功能。渐渐地，在高等教育可供选
择的知识范围中，学术性的，探索人类本性与真理的知识被抛弃，大学不再是智识机构，而更像是知
识企业。“人们热衷于谈论用商业化方式来组织管理大学及其设备、人事、日常事务的十分必要性。
……这样，大学被当作一个在博学的统帅管理之下的处理具有商品性知识的商业机构，统帅的职责在
于想方设法促成最大可能的产出量。”［１］（Ｐ１０３）在这种变质的高等教育中，人才培育变成了从流水线上打
包商品，大学的社会责任在变质的规划下被异化。这样的规划一次次引发了大学的危机。

三、知识重新规划的本质与大学的未来

知识规划是对大学提供变迁机制的过程。但大学不应成为被规划后的知识奴隶。为了使大学在未
来社会中坚持本质，所以人们需要进行知识的重新规划。随着多样化知识生产方式在大学外迅速出
现，知识已经变成了一种竞争资本，知识将会在更加频繁的规划中展现出不同的价值。知识生产被纳
入到现代化的制造体系中。大学在规划语境中的价值正日益衰微。“在这样的语境中，大学和媒体即
使相对于合理化的压力更加脆弱，也成为社会冲突和意识形态冲突的一个主要场所。那种认为高等教
育构成一个冷静地寻求真理和知识的自治领域的想法，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像一个神话。”［２５］（Ｐ５）在大
学外部，跨学科与多学科的知识生产方式正在悄然兴起。新知识革命的到来已经改变了并将继续改变
大学的命运，未来对知识规划权力的争夺将更为激烈，由此而引发的对抗将层出不穷。未来的大学必
须要在知识革命引发的对抗中保持稳定，防止知识价值观的失衡。由此，未来的知识规划应该重新由
大学来掌握，大学应该找回自己主体的位置，彰显人性与理智的特征。对知识规划的恐惧只会让大学
在权力与欲望的逼索下逐步退却。人们要做的不仅是要适应时代规律，而且还要在一个混乱的环境中
重拾高等教育的知识信念。未来知识的重新规划需要从维护大学的本质知识观、重新彰显大学的知识
价值、重塑大学的精神地位并主动进行知识规划四个层面入手。
知识观决定了大学在社会中的地位，是决定规划走向的最直接的因素。大学应该塑造出自身特有

的知识观。历史上，早期的知识规划目的是唯一的，大学用知识保持了对神性意志的崇敬，“中世纪
的神学家对有关人与上帝、人与人和人与自然的真理应有的比例和重要性已经作出了精妙的陈述。这
是从真理到真理的一种循序渐进。因为人与上帝的关系是他所能想象的最高层次的关系；因为他所有
的知识都来源于上帝，他的所有真理———涉及上帝与人的真理———使得他的知识有了意义和次
序。”［９］（Ｐ５６）早期的人们所信奉的权威并没有分裂，那是因为大学持有的是完整的知识观。对大学来说，
知识规划也是塑造知识观的过程。现代社会乃至未来，人将会面临更多知识观的冲击，但大学应该保
持清醒的是：在未来重新的规划中，什么是人需要的知识，什么又是人想要的知识。未来的人可能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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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商品化的、便捷的、能够快速消费的知识，但这些知识是企业提供的。大学应该给予人们需要的知
识：那种培养德性与理性，塑造心智的知识，这是大学和高等教育所应坚守的最本质的知识观。不论
何时，大学都不应忘记：“教育的目标是培养整全的人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ｍａｎ）。”［５］（Ｐ５８）未来知识的重新规划
在大学中的作用并不是简单地为学生制定修读的课程，而是需要利用对知识的融会贯通来发展人性，
健全智慧。使经历过高等教育的人可以利用完整的知识观去看待这个世界。大学可以展现出营利的一
面，但这绝不是大学生产知识的主要目的。坚持传播无功利性的真理才是大学最应坚持的知识观。
“通常，在流行的理论观念中，大学从不考虑 ‘促进人类知识的普及与发展’之外的任何事情，这是
典型特征。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种知识无功利性的探求已经变为现代文明的最高和最终目
的。”［１］（Ｐ８７）大学在未来的知识重新规划中应该找回的是德性、真理与理智，未来的大学可以不进行精
英教育，但需要有知识的精英气质。
在未来社会，最能展现大学价值的依然是那种有别于企业和政府的知识，那种最接近于人的知

识。知识生产方式一方面增加了知识的数量，但在另一方面也扩大了知识观标准重新定义的难度。知
识的重新规划意味着知识价值的改变，主体带给社会的影响也不同。过去，大学中的 “教学漂移”与
“研究漂移”现象分化了大学的整体知识观，一度被视为是知识规划的结果。但这种规划与其说是大
学自发展开的，不如说是在政治文化、功利主义和工具主义的耳渲目染之下被迫进行的。“我们恰可
以论证相反的命题，在多元文化主义得到广泛传播后的３０年，即使不是大多数，也有许多的学术项
目已经被局限在两个套路里。一个是被学术体系的学科霸权所吸收，通过构建规则体系，形成专业协
会，以及建立系、专业和高级学位课程来实现；另外一个是多元文化课程及其知识工具组成 ‘政治
场’，其指导思想来自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读，即坚持 ‘立场’是知识的基础，至少人文学科如
此，尽管一些哲学家论证了该原则对自然科学也同样适用。”［１９］（Ｐ１１８）大学在规划中变得越来越难以像大
学。公众所要求的是大学提供的智识和智慧的职能，需要大学用知识成为独立于政府和企业的独特文
明机构。“……大学不仅仅是知识的加工厂，还是一个以传统经久不衰的价值观为基础的复杂的机构，
几个世纪以来一直以无数的方式服务于我们的社会文明；大学不仅是知识的守望者，也是价值观、传
统和社会文化的守护神；大学不只在于教育和发现，也在于向现存秩序发出挑战并促其改革；”［２６］（Ｐ３５）

未来人们尊重大学的依据并不是因为大学多像企业和政府，而是因为大学能保留多少人性与真理的成
分。大学不论在未来的时间里能延续多久，支撑大学前行的，恐怕还是那种最为质朴的知识信念和真
理观。当后工业社会正在改变着知识规划的命运时，规划主体也在向多样性进行过渡。但是，规划主
体的多样化并不意味着机构的单一化与趋同化，未来的大学可以为不同的人制定出多样的知识标准，
但这同样并不意味着大学所生产的知识就应该从钻研高深学问走向传授工作技能。知识规划不是让人
被知识所禁锢，而是需要用知识去追求自由。大学重新规划知识的方式可以是多样的，但大学所规划
知识的朝向必须是确定的。只有知识的自由价值才能昭示人的多种存在方式。
未来社会里，知识的重新规划可以拓宽大学的空间，也延续大学的时间。知识的版图不再局限于

大学范围内，而是逐渐理解人与自由。大学在未来重新规划知识不再是以学科的视角来划定属性，而
是需要通过规划在不同知识版图间搭建起沟通的桥梁，将 “两种文化”进行整合。知识的重新规划要
使自然科学不再只关心实验现象，社会、人文科学也需要同其他学科通融，更加理性。大学的未来是
知识融合的未来，大学应通过知识的重新规划打破学科界限，展现大学与知识的自由特质。大学在传
统社会中利用知识传播真理，之所以能够被人们所认可，在于其知识价值与目的整体统一性，在于大
学是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正如沃勒斯坦从过往的经验中发现的，知识本来就是统一的。“在以往的
世界体系下，无论人们的价值观如何，无论什么群体负责知识的生产与再生产，所有的知识都被认为
是一个认识论上的统一体。当然，在历史上某个特定的体系下，有可能形成许多不同的思想流派，有
可能对 ‘真理’的内容有很多争议，但从来没人认为曾存在过截然相反的 ‘真理’。”［８］（Ｐ８）大学需要借
助这种知识的重新规划来恢复统一的真理观与大学的精神朝向。
像生物体一样，任何社会组织在进化的过程中都面临着环境的选择，大学唯有在知识的规划中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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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展现出自身的价值，才能赢得社会的认可。在新的规划革命到来之前，大学要做的不应是形式上的
模仿，而是需要在多样性的竞争中展示高等教育的知识特点。未来知识规划的话语虽然可能会更加纷
繁，但大学所选择的应是那种最能体现本质的规划方式。通过知识的重新规划来关注人性、理智与真
理。对大学来说，知识的重新规划在于能否恢复整全的知识观。“大学的任务不仅包括生产知识，向
年轻一代传授知识，还包括整合知识。”［２０］（Ｐ６８）随着时代的变迁，多元交叉学科的融合、复杂性知识观
念的到来让大学必须对已有的知识结构做出革命性的调整。未来大学通过对知识重新规划最终目的是
为了恢复大学的本质。新的规划逻辑将主导大学的知识命运，大学应该在保守与变革中把握自己。自
教会没落后，大学就被人们视为是拥有知识和信仰的精神机构，因为大学能够不断唤起在迷失的时代
中的人性与真理的回归。批判性的思维、学术性的追求以及智识的教育活动是大学最持之以恒的合法
性来源。总之，在未来，大学唯有通过对于知识的主动规划才能复兴知识气质，才能保持理性，才能
追逐自由，不断面向人性，保留高深知识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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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新一届编委会会议召开

２０１５年１月２４日上午，校党委副书记、《学报 （社科版）》编委会副主任成金华教授在公共
管理学院学术会议厅主持召开了 《学报 （社科版）》校内编委会会议，校党委书记、编委会主任
郝翔教授，校党委副书记傅安洲教授，《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哲社版）》主编王泽龙教授，以及校
内编委会委员、期刊社、财务处等单位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会议听取了 《学报 （社科版）》主编刘传红所作的２０１４年工作汇报和２０１５年工作设想。会

议一致认为，进入教育部第二批 “名栏工程”、成为 《资源环境研究》网刊牵头单位、教育部
“名栏工程”联络中心落户地大等一系列标志性事件，充分表明了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社科
版）》在学术界和期刊界的影响力。对 《学报 （社科版）》为学校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尤其是在
学术新人培育上做出的贡献，与会编委也给予了充分肯定。
校党委书记、编委会主任郝翔发表了重要讲话，就如何克服发展瓶颈，如何充分发挥 《学报

（社科版）》在学校 “学术卓越计划”中的角色、功能，如何进一步提高水平，走特色化、国际化
之路，以及栏目设置、版式设计等提出了要求。他指出，《学报 （社科版）》是学校的名片，是地
大学者与国内外学界交流的重要平台； “资源环境研究”栏目作为教育部名栏，责任更为重大，
还需要进一步加大建设力度，提高选题策划水平。
本次编委会会议，是以郝翔教授为编委会主任的新一届编委会成立一年来的首次编委会会

议。考虑到年关岁末工作繁忙，加上交通不便，本次会议没有邀请校外编委亲临学校指导。
（朱蓓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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